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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9. 11”恐怖事件发生以后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观点再次引

起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亨廷顿关于文明、文化冲突的分析范式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的一个视角。在此视角下 ,本文讨论了文明冲突的本质以及中国文明的特质和作用 ;讨论了人口要素

与文明兴衰之间的关系 ;本文最后指出 ,中国需要重新审视中国人口发展的长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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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 年美国“9. 11”恐怖事件发生以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就撰文表明国际社会关系为“文明

冲突”的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再次浮出水面 ,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学者的再次广泛

关注。亨廷顿认为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对抗结束之后的世界 ,既不是如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后的一个“欢欣而和谐”的世界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富国与穷国、北方与南方的二元世
界 ,当然也不是一个完全混乱的世界 ,而是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 ,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

的世界。亨氏认为 ,冷战后时代的世界 ,“人民之间的最重要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 ,

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世界里 ,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

人之间 ,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 ,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① 未来

文明之间冲突很可能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特别是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20 世纪

后半叶 ,国家地区间的冲突如前南斯拉夫、车臣、克什米尔、中东等地的战争以及 21 世纪“9. 11”恐怖事

件和最新的伊拉克战争 ,似乎都有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的痕迹 ,而且 ,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理论

正在演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固然国际社会间以及不同民族集团间的冲突背后有着诸多的政

治经济因素和复杂的历史背景 ,但亨廷顿的文明、文化冲突的分析范式的的确确是一个重要的、值得

认真关注的视角。在当今全球化和国际社会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之下 ,“文明冲突”的问题同样也值

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在当今的文明冲突中 ,中国文明可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 文明的兴衰与人口规模

和结构又有什么关系 ?

1 　文明冲突的本质与中国文明

“文明”、“文化”是比较复杂和多歧义的概念。在亨廷顿所指的“文明”中至少包含两种含义 ,即作

为价值观形态的文明和作为共同体的文明 ,而其“文明的冲突”既是指不同价值观或思维模式的冲突 ,

更是指禀承这些价值观的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冲突。

在当今世界上 ,亨廷顿所界定的“文明的冲突”是存在的 ,21 世纪伊始的“9. 11”恐怖事件和 2003

年的美伊战争就彰显出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什么会有这种文明的冲突呢 ? 亨廷

顿在考察从 7 世纪伊斯兰教创立和其向外扩张的 1400 年的历史中发现 ,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8 卷 第 1 期 2004 年 1 月 人口研究

Vol128 , No11 January 2004 16　　　 Population Research



突此起彼伏 ,从未间断过。亨氏认为 ,伊斯兰与西方这种冲突的原因 ,在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两种

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 ,冲突是差异的产物 ;另一方面 ,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

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 ,与多神教不同 ,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 ;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

看待世界 ;它们都是普世主义的 ,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 ;它们都是富有使命感

的宗教 ,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 (亨廷顿 ,1999) 。伊斯兰的“圣战”和基

督教的“十字军东征”正是这种文化心态和思维模式的反映。

其实 ,要深刻地理解文明冲突的本质 ,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些文明的源头。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

·汤因比认为 ,伊斯兰文化和东正教同西方文明一样 ,根植于同一种希腊 - 叙利亚的“文化复合肥料”

之上 (汤因比 ,2002) 。这里的“叙利亚”并非仅仅是现在的叙利亚 ,而是历史上的“叙利亚”,包括现在

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我国一些学者也认为 ,“叙希”即叙利亚和希腊文明才应

该是西方文明的起源 ,不仅如此 ,“叙希”文明还是伊斯兰、东正教和犹太教文明的起源。这几大文明

都有共同的源头 ,耶路撒冷同为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三大宗教圣地的事实就是这些文明亲缘性、

共源性的最好写照。作为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共同源头之一的所谓“叙利亚文明”有两个
鲜明而重要的特征 (亨廷顿 ,1999 ;阮炜 ,2002) :其一是宗教性的一神论或惟一神信仰。在这种信仰中 ,

上帝是惟一、绝对、永恒的 ,是全知全能、至大至上的。“叙利亚文明”第二个重要特征是神选意识。无

论是在犹太教的《旧约》中 ,还是在基督徒的《新约》中都有明显的神选意识 ,即信徒都是属于“神、上帝

的子民”。同样 ,伊斯兰教也有黑白分明的以信教与否划界的“异教徒”意识。
惟一神信仰和神选意识的结合 ,很容易产生一种不宽容且富于攻击性和排他性的文化心态 ,极易

造成一种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这种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与惟我被选的文化心态不仅导

致了叙利亚型文明之间的长期的对峙 ,也造成了这些文明内部不同教派和民族的冲突。远去的历史

不论 ,在人类告别的 20 世纪和刚刚进入的 21 世纪里 ,各种冲突或战争持续不断 ,这些冲突大多都涉及

到与叙利亚文明有关的四大文明和宗教即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基督教。中东持续不断的冲突 ,

发生在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 ;冷战后南斯拉夫解体的战争发生在基督教 (克罗地亚) 、东正教 (塞尔

维亚) 、伊斯兰教 (波斯尼亚)之间 ;而“9. 11”事件和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同样有着浓重的伊斯兰文明与

西方文明冲突的阴影。从 15 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西方工业革命开始 ,西方文明就一直处于强势。在

西方文明征服世界过程中充满着血腥和残酷。因此 ,一些学者认为 ,在很大程度上 ,西方文明中远离

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与不宽容、排他性的文化心态应该对西方文明强烈的攻击性和侵略性负

责 ,对西方历史上残酷的宗教战争和迫害负责 ,对西方人在全球扩张中的杀戮和劫掠负责 ,尤其应对

一些西方强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负责。

与上述“叙利亚”型的文明相比 ,中国文明既没有一神教的渊源 ,即使佛教传入中国 ,本土化的佛

教也以多神论为特征 ,也没有“神的选民”的排他性观念。相反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明中 ,有一种“中

庸、中和、宽容、和而不同”的特质。中国文明内核“儒、释、道”形成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宽容、求同存异

的结果。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朝代更迭 ,战乱冲突不断。但像“叙利亚”系文明之间以文明、

宗教相异而引发的冲突战争却不多见。中国人会为生存而战 ,却少有为宗教信仰而战的。这是中国

文明与“叙利亚”系文明明显不同的地方。同样 ,中国文明的中道、宽容还体现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

中 ,正如费孝通教授在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指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其

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 ,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 ,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 ,形

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费孝通 ,1996) 。对于

外来民族 ,中国文明也同样透出了一种宽容。历史上的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进入中国就是一

例。犹太民族由于历史原因 ,很早就散布在世界各地。由于其独特的宗教信仰 ,犹太人孤立在异教之

中 ,受尽迫害和打击 ,但尽管如此 ,犹太人仍能保持自己独立的宗教。不过 ,潘光旦先生在研究犹太人

在中国的历史中发现 ,历史上来到中国开封的犹太人却在不长的时期内被同化了。之所以如此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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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中华文明对异族、异教、异文明一般都兼容并蓄 ,提倡“中外一体”、“天下主义”,对犹太人集团

也不例外。因此 ,吴泽霖先生在潘光旦先生《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序中指出 :“中华民

族的传统精神和宽宏气魄 ,不但对犹太人 ,而且对同她接触的任何民族都是不变的。因此 ,她总是能

够同别人和别的民族和睦相处 ,最后溶为一体。宽宏大度、取人所长、平等待人 ,至今仍是需要我们继

承和发扬的传统 ,而这个传统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潘光旦 ,1983) 。这样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为

什么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西方著名的思想家伯特兰·罗素在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来到贫瘠战

乱的中国依旧对中国文明抱有极大的希望 ,他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指出 ,未来的 200 年将表明 ,中国人

何去何从 ,将是影响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中国的文化问题 ,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人

类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罗素 ,1996) 。

显然 ,中国文明中“中庸”、“中道”、“宽容”、“和而不同”的特质 ,都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和宝贵的精

神资源 ,对于不同文明的共存和人类持久和平将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亨廷顿所预言的中国国力强

大之后 ,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构成威胁和挑战 ,从正面理解亨氏的警示是有意义的。其

实 ,任何一种文明包括中国文明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不过 ,从中国文明的“中道”、“宽容”、“和而不同”
的特质出发 ,中国文明不可能成为排斥他者独霸天下的文明。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 ,不同文明的相互

交往越来越密切 ,摩擦和冲突不可避免 ,张扬和扩展中国文明中“中和”、“宽容”理念是避免“文明的冲

突”维护世界和平的良方。中国文明中“中和”、“宽容”的智慧是对叙利亚形态文明不足的弥补 ,随着

中国软实力日益强大 ,中国文明所彰显的和平主义、“中道”思想 ,将会对文化多元的世界做出更大的

贡献 ,将会惠及和造福全人类。

2 　人口与文明的兴衰

人类文明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消长起落都与文明规模和

文明能量有关。而文明规模取决于该文化共同体的规模 (人口规模) 、疆域、经济规模、以及该共同体

的文化科技创造力、政治整合力和军事能力等 (亨廷顿 ,1999 ;阮炜 ,2001) ,其中 ,人口、经济规模是衡量

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指标。从宏观的久远的历史视角看 ,人口是一个共同体

文明规模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

文明的规模和能量最基本的要素是人口规模、疆域和经济规模。西方文明的复兴和崛起恰恰是

这几大要素交汇壮大之时。15 世纪末 ,西方人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西方领土扩张的序幕 ,17 世纪、18

世纪的工业革命给西方文明注入活力和动力 ;18 世纪、19 世纪的人口迅速增长更使西方文明如虎添

翼 ,实现了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的霸主地位。西方文明大体上从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 ,逐步走向

强势 ,并在 20 世纪 20 年代达到高峰。1920 年西方领土扩张达到了高峰 ,直接统治了大约 2550 万平方

英里土地 ,占世界领土的 48. 5 % ;1920 年西方文明控制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48. 1 % ;1928 年西方国

家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所占的份额比重为 84. 2 % ;西方经济总产值所占的比重在 20 世纪 20 年代大

萧条之前达到高峰约为 70 % ;1920 年西方的军事力量 (人数) 所占份额比重为 48. 5 %。不过 ,亨廷顿

认为 ,在 21 世纪的前几十年 ,西方文明整体上来说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 ,在此之后 ,西方文明可能继

续在科技人才、科技研发能力 ,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更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然而 ,其他资源的控制

将日益分散到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到 21 世纪 20 年代 ,即距西方文明达到顶峰的 100 年之后 ,西方

可能控制的领土约为世界的 24 % ,人口为 10 % ,经济总产值约为 30 % ,制造业为 25 % ,军事力量不到

10 %。西方文明不可遏制地走向衰退 ,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 ,非西方文明正在复兴 (亨廷顿 ,

1999) 。

历史上文明的兴衰有其规律可循吗 ? 文明的兴衰与人口要素有关吗 ? 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奥斯

瓦尔多·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 ,阐述这样一个文明兴衰观 :一个

文明等同一种有机体 ,要经历幼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历程 ,最终走向死亡 ,无论人类还是其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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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的生命莫不如此。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明正处在衰退期 ,而这一趋势是无法改变的 (斯宾格勒 ,

1988)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就开始关注文明的汤因比对此不以为然 ,他对文明兴衰的分析是其“挑战和

应战”的范式。汤氏认为 ,文明的兴衰是可以循环重复的 ,这种重复既不是徒劳的也不是经久不变的。

文明的兴与衰取决于挑战和应战较量的结果 ,当一种文明、一个社会面对各种“挑战”无法“应战”、或

“应战”失败时 ,这个文明也就开始衰亡了。而当每次挑战和应战成功激起进一步的挑战和应战循环

时 ,则标志着文明向更好文明进步 (汤因比 ,2002) 。不过 ,无论是汤因比还是斯宾格勒都没有太关注

人口变量会不会影响一个文明、一个社会的兴衰。在汤因比和斯宾格勒在世著文的时候 ,世界人口还

未完全表现出西方发达国家和非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变迁的二元格局。当 20 世纪 90 年代亨廷顿著文

的时候 ,亨氏“目睹”了 20 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两极变化的全部历史。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首次在世

界人类人口史上完成人口转变 ,人口规模相对减少 ,人口趋于老化并于 20 世纪后半叶陆续进入老龄

社会。另一极则是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 ,人口增长空前膨胀 ,并形成“生机勃勃”的年轻型社会。世界

人口变迁有史以来如此巨大的反差使人口要素在文明兴衰中的意义显露出来。因此 ,亨廷顿开始从

人口变迁的视角关注其对文明兴衰的影响 ,并特别关注了历史上一直就与西方文明对抗的伊斯兰世

界的人口迅速增长在文明冲突中的作用。其实 ,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观点结合起来 ,加入人口要
素 ,其文明兴衰观有其合理性。在工业化革命之前 ,世界人口都处在“高出生、高死亡”的高位静止状

态 ,人口并不是一个“活跃”的变量而是一个“稳定”的常量。西方工业革命以后 ,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发

生了人口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西方人口依次经历了人口迅速扩张的年轻型人口、人口增长减慢

的成年型人口和人口增长衰退的老年型人口。西方文明的复兴恰好也借助了年轻型人口的勃勃生

机。然而 ,当作为一个社会一个文明的最基本载体人口进入老年型时 ,也即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

的比重时 ,这个社会这个文明是不是就意味着如同斯宾格勒所说进入了老年 ,进入了衰老期 ? 结合汤

因比的观点 ,似乎不无道理。因为 ,当一个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重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由这个人口

构成的社会、承载的文明 ,是否还能从容地面对各种新的挑战 (自然的如天灾、人类的如战争等) ,是否

还能保持生机保持不断创新的能力去应战。事实上 ,一个老年型社会和由这个老年型人口承载的文

明很有可能由于缺乏适应新环境能力和缺乏创新能力而无法从容面对“挑战和应战”,不可避免会步

入衰退之路。

亨廷顿所观察所经历的 20 世纪后半叶正是西方世界开始显露“衰退”迹象的世纪。20 世纪特别

是二战以后 ,民族国家纷纷独立 ,西方迅速失去了过去殖民地的疆域 ;西方国家人口开始陆续进入低

增长有的甚至负增长。从 1950～2000 年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仅由 8 亿多增加到接近 12 亿 ,增加了

不到 0. 5 倍。而非西方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化则截然不同 ,欠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规模迅速膨胀 ,其人

口规模从 1950 年的 17 亿增长到 20 世纪末的 48 亿多 ,半个世纪人口增加了近 2 倍 ,大大超过了发达

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也由 1950 年的 32. 25 %下降到 2000

年的 19. 62 % ,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人口分布构成的格局。同时 ,西方人口趋于老化。1950 年西方发达

国家 65 岁人口的比重为 7. 9 % ,而到 2000 年则为 14. 4 % ,其中西方老牌的发达国家如英、法、德、意等

国都超过了 15 % ,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在非西方国家的人口变迁中 ,亨廷顿所特别关注的是与西方

文明有冲突的伊斯兰世界人口的增长和扩张 ,他看到伊斯兰国家人口的膨胀大大超过了其邻近国家

和世界的一般水平 ,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年青人口 (15～24 岁) 增长都很快 ,这部分人口的高比重

(一般都超过 20 %)加之其它因素如失业构成了对其他社会的威胁 ,造成了伊斯兰世界沿边境的穆斯

林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 ,1998) 。所以 ,亨廷顿非常担心伊斯兰世界年轻型人口的迅猛增长

会对老年型社会的西方文明带来冲击。另一方面 ,亨廷顿同样十分担心西方世界内部人口族群结构、

宗教结构变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亨廷顿认为 ,人口输出可能是 16～20 世纪西方崛起的唯一最重要

的衡量标准。不过 ,20 世纪后半叶 ,西方人口的优势却是“节节败退”,亨氏十分担心欧洲这个西方文

明的“老家”被伊斯兰文明所蚕食。20 世纪 90 年代 ,欧洲的移民中 2/ 3 是穆斯林 ,伊斯兰势力正在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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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扩展 ,伊斯兰正号召穆斯林“通过与非伊斯兰多数的互相同化 ,使他们逐渐接受伊斯兰教的道德准

则和宗教信仰 ,从而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社会的多数”①。因此 ,2003 年美伊战争中 ,西方阵营美国和

老欧洲德、法主战主和立场的分裂 ,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伊斯兰政治势力在欧洲的显现。在西方文

明的大本营美国 ,亨廷顿则担心拉美裔人对美国文明的冲击。据美国人口调查局估计 ,21 世纪中叶 ,

美国人口中将有 25 %是拉美裔人 ,2050 年以后美国的欧裔白人将从多数变为少数 (低于 50 %) 。因

此 ,亨廷顿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能融入迄今为止支配美国的欧裔文化. . . . . . 那么美国人口的非西方化

是否会意味着它的非美国化。”如果那样 ,“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就将不再存在 ,而将随历史其他思想体

系不同的大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李慎之 ,2001) 。面对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人口的急

剧膨胀 ,亨廷顿不能不产生“一种深刻的恐惧”。因为 ,亨廷顿看到了人口规模、人口结构 (年龄结构、

宗教、文明、族群结构)是影响一个社会、一个文明兴衰以及文明冲突的重要因素。

不难看出 ,在亨廷顿所界定的七、八个文明的世界格局中 ,由于儒家文明 (核心国为中国) 与伊斯

兰文明在价值观和思维形态上与西方文明差异最大 ,而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中国经济力量的正在迅速

崛起、伊斯兰人口的正在持续膨胀 ,无论是亚洲的经济还是伊斯兰的人口规模都是一个文明兴盛的积

极要素 ,都对西方文明形成了挑战和强势 ,所以 ,亨廷顿认为 ,“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与儒
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3 　余论

在考察世界各种文明的演进历史时 ,我们会发现中国文明具有独一无二的延续性。被称为近现

代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就中国文化特征指出 :“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 ,如埃

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 ,或已夭折 ,或已转移 ,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有中国能以其

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生命 ,至于今日岿然独存”。“由其伟大的同化力 ,故能吸收邻邦外族 ,而融

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此谓中国文化非唯时间绵延最久 ,抑空间上之拓大亦不可及”(梁漱溟 ,

1996) 。比照历史上诸多曾经辉煌的文明 ,唯中国文明面对各种“挑战”(天灾、内乱、外族侵略等) 没有

衰亡而“岿然独存”,为何 ? 梁漱溟先生回答 :是“伟大的同化力”使中国文明在时间上绵延 ,在空间上

拓展。不管这种解答有没有存疑 ,一个不争的人口事实则是 ,承载和传递中国文明的共同体 ———中国

人口始终保持了一个必要的规模。

在世界人口史上 ,无论是古代人口的推估 ,还是近现代人口的统计 ,中国人口规模始终占据很大

的分量 (一直占世界人口的 1/ 4～1/ 5) ,中国文明共同体的中国人口始终屹立在“东方”。当然 ,单单人

口要素既不能保证文明不衰 ,也不能保证文明可以兴盛。中国近代屈辱的衰亡史让每个国人都难以

释怀。19 世纪中叶 ,中国人口规模世界第一 ,经济规模、疆土规模名列世界前茅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

“强大”的中国在外族入侵面前不堪一击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文明走向衰败的转折点。过

去 ,不少中外人口学者禀承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视角 ,把中国近代国力不济、民不聊生、日趋衰落归罪于

中国不堪负重的人口。显然 ,这种“归罪”是有失偏颇的。美国学者何炳棣先生在中国近代人口研究

中指出 ,中国 19 世纪中叶开始衰落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近代缺少一次推动如同西方产业革命的重大

的技术革命 (何炳棣 ,1989) 。而更有说服力的答案则是晚清政府腐败的政治经济制度无法应对“内乱

外侵”的巨大挑战。今天 ,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 ,政治制度上谋求改革 ,经济上谋求可持

续发展 ,而业已形成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正使整个社会保持着巨大的活力和创新力 ,几大影响文明兴

盛的要素正在积极“汇合”,形成良性循环 ,正呈现出越来越大的世界影响力。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 ,使人们深信 21 世纪为中国的世纪。

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论”以及有关人口要素的论述对我们认识多元多极的冲突世界 ,认识文明

① 参考资料 ,新华通讯社主办 ,2002 年第 27291 期 ,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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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衰与人口规模和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如果我们深信中

国文明有其独特的价值 ,如果我们深信中国文明应该对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我们还深信中

国文明应该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应该为世界和平“大同世界”奉献力量 ,我们

就必须积极地看待文明共同体中国人口要素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以及在中国文明的兴衰中的重要作

用。一方面 ,对承载文明的中国人口 ,我们要大力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 ,继承中华文明的优

良传统 ,让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和而不同的宽容”、“热爱和平”的精神 ,在多元多极的世界中都能充当

人类和平进步的使者。另一方面 ,中国人口整体要保持一个合理的结构 ,使其承载的文明始终保持生

机勃勃、始终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以应对各种“挑战”。实际上 ,人口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

一个文明最久远的、最基本的承载体 ,我们必须从世界人口变迁的历史看中国人口的变迁 ;必须从文

明兴衰的历史看人口规模与结构的重要作用。显然 ,那种盲目追求减少中国人口数量的目标 ,既忽略

了中国人口规模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减少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后果 ,更没有看到在追求减少数量过程

中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中国文明自身兴衰的冲击 ,对世界文明和平进步的不利影响。我们需要在更

具长远、更具开放的时空上重新审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我们需要尽快调整我国当前狭隘的人口政策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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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Pop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fter the 9. 11 Terrorist Attack , the views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by American famous scholar Samuel P.

Huntington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is analysis about clashes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surely deserves our concern. This paper makes a discussion about the nature of clashes of civiliza2
tions , trai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function , and the relations among population factors and rise and de2
cline of civilizat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China need to examine its long - run strategy of population develop2
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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